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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高速增长潜力较大

中国证券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 是人均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 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

么？ 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 平均

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 靠的是技术

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产业

升级，不断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

值更高的产业，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从现有的产

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劳动生产率

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

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技术需要不断创新、

产业需要不断升级。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

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

最前沿的， 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

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 发展中国

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

率。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

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

能，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

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

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

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

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

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

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

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 还有多少？

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看后发

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快速增长已经有几年，而

是现在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有多大， 怎样判断我们现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的

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

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

平， 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

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 最新的可以用来做比较

的数据是2008年， 按照购买力评价， 中国人均

GDP是美国的21％， 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

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

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

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

9.2％的增长； 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

均每年8.6％的增长； 中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

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

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

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

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如

果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20年8％

到9％的经济增长， 那么我国从2008年开始也存

在着20年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把脉

经济增长

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稳增长措施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业、金融安全和2020年两个

“翻番” 目标三大因素确定了

“十三五” 期间中国经济增速

必须要达到6.5％以上，并尽量

实现7%左右的增长。从中国的

产业空间、政策空间、民间储

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

时期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

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近两年经济形势，林

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自2010年

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

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

稳住。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这

一轮下行， 更多的是外部性、

周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没有必

要的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率

还会继续下滑。 因此，政府一

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

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

增长的措施。

林毅夫称， 对那些短期、

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

改革措施， 可以提前来做，比

如对企业减税、“二孩” 政策

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

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

增长，要加大力度做；对那些

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

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

势更加谨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

＋

可能性

中国证券报：“十三五” 期间经济增速下限

预期是6.5%。 如何评价6.5%这个下限？

林毅夫：先从必要性来看，“十三五”期间经

济达到6.5％以上的增长是必要的。 十八大提出

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要

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城乡居民收入也要

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 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

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

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

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 即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要翻一番。 对于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人口增长

因素。 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5％，靠收入分配

往家庭倾斜来实现第二个目标？ 理论上是可行

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经济增速在7％左右的

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不是太好。 如果说经

济增长率是6.5%， 收入分配还要往家庭倾斜的

话，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堪忧，这可能造成失业

的增加。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 新增了1322万

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 但如果

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

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

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 而保持

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

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 所以，要保持较好

的就业率， 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靠银

行贷款进行投资经营，杠杆率比较高。 如果较多

的企业倒闭，可能会造成呆坏账数量的增加，影

响金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期间经济需

要保持6.5%以上，尽量达到7%左右的增长，就能

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

一番目标。

从可能性来看， 我觉得中国实现7%左右的

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 我们回旋余地大、政策

手段多。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

增加，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劳动

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

新， 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

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

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政府可以因势

利导，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从中高

端向高端升级， 实现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政策角度看， 一方面中国政府负债率占

GDP的比重不到60%， 在全世界处于最低水平，

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率高

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准备金率也

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说明货币政策调控还

有较大空间。 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国的民间储蓄

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

间投资。 此外， 中国还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

备，可以购买投资所需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具有的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的时

候同样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可能本国政府负债

率高，缩小了政策调控空间；或者民间储蓄低，用

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的可能性小；或者外汇储

备不足，无法购买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

所以， 把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

来，政府因势利导，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

环境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两个“翻一番”

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承认外部性与周期性影响

中国证券报：从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

预测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

能继续下行。 您怎么看近两年经济运行态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

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

稳住。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

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国内有

两个盛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

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

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 总结来看，这两种观

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但我不完全同意

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

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从2010年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

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

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与中国相比，他们下滑的

幅度相对更高。 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

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

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 我们也存在问题，

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慢了， 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

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 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减

少， 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

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

口增长率为16.8%， 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

-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

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要

下决心去改， 这样的话我们的政策才会比较客

观、比较理性。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两个百年” 、“两

个翻一番” 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

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

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

常关键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在投资

中国证券报：在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影

响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

增长？

林毅夫：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

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

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

可能会爆发。 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时候，

企业的盈利令人担忧，经济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

倒闭，失业率猛升。 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

会爆发。 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

有较高的负债率。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

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

全问题的几率很高。 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

政府都首先要“救火” 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

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

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对那些短期、

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

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实施“二孩” 政策等。 这

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

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

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

势更加谨慎。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

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 不能只依赖

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

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们国家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

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但

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

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中国证券报：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传

统引擎的拉动力在减弱，而新的增长动能尚在培

育之中。“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

自哪里？

林毅夫：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

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

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

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

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

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 在这种

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

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

汹， 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

大。 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

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 不过，由积极财政政

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

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 在这种状况之下，国

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 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

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 消费了。 中国的消费增

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

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

或更高的增长。

现在有声音说， 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

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

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

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消费增长的前

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

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

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 应是技术不断

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

附加价值水平。 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

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

我所说的投资是指有效投资。 国内可进行有

效投资的部门还非常多，比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

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等。投资这些不仅产能不会过剩，而且会帮助产

业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投资不会挤占消费。

为什么投资没有挤占消费？因为只要是有效投资，

就会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水

平，消费相应增长。即消费的增长就是硬收入的增

长，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才会增长得快。

从1982年-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

变化可以看出， 投资高于平均值的那几年消费增

长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中国证券报： 中国在哪些领域存在有效投资

机会？

林毅夫：首先，产业升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

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

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

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

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

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

业产品多达1.3万亿美元。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国

内短缺的，如果中国往这些产业去投资的话，就不

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第二，基础设施。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投资基础

设施最好，短期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长期

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已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

得到了认可。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

方面的投资非常多， 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

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 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

当短缺， 比如地铁、 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

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

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

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 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

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

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

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

一系列公共服务， 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

会和经济回报。

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时间，因为很难找到好

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

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

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

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

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 所以，在判断中国的

发展前景时， 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

为参考。 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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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经济增长

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稳增长措施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十三五经济实现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业、金融安全和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三大因素确定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必须要达到6.5％以上，并尽量实现7%左右的增长。 从中国的产业空间、政策空间、民间储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近两年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 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这一轮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所致。 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滑。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林毅夫称，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二孩”政策等。 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中国证券报：“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限预期是6.5%。 如何评价6.5%这个下限？

林毅夫：先从必要性来看，“十三五”期间经济达到6.5％以上的增长是必要的。 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 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 对于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 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倾斜来实现第二个目标？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经济增速在7％左右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不是太好。 如果说经济增长率是6.5%，收入分配还要往家庭倾斜的话，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堪忧，这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 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 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 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经营，杠杆率比较高。 如果较多的企业倒闭，可能会造成呆坏账数量的增加，影响金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期间经济需要保持6.5%以上，尽量达到7%左右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目标。

从可能性来看，我觉得中国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 我们回旋余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 政府可以因势利导，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国政府负债率占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处于最低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率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准备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说明货币政策调控还有较大空间。 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国的民间储蓄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 此外，中国还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购买投资所需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具有的优势。 其他发展中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同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可能本国政府负债率高，缩小了政策调控空间；或者民间储蓄低，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的可能性小；或者外汇储备不足，无法购买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来，政府因势利导，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承认外部性与周期性影响

中国证券报：从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继续下行。 您怎么看近两年经济运行态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 国内有两个盛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 总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两种看法。 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从2010年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与中国相比，他们下滑的幅度相对更高。 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也存在问题，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慢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减少，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下决心去改，这样的话我们的政策才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两个百年” 、“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关键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在投资

中国证券报：在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影响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增长？

林毅夫：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可能会爆发。 中国经济在7%、9%增长率的时候，企业的增长会出现问题，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猛升。 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爆发。 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率。 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率很高。 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 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实施“二孩”政策等。 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 不能只依赖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们国家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但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中国证券报：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引擎的拉动力在减弱，而新的增长动能尚在培育之中。 “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林毅夫：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 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大。 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 不过，由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 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 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消费了。 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 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 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 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 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

我所说的投资是指有效投资。 国内可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还非常多，比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投资这些不仅产能不会过剩，而且会帮助产业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投资不会挤占消费。 为什么投资没有挤占消费？ 因为只要是有效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费相应增长。 即消费的增长就是硬收入的增长，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才会增长得快。 从1982年-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投资高于平均值的那几年消费增长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中国证券报：中国在哪些领域存在有效投资机会？

林毅夫：首先，产业升级。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 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多达1.3万亿美元。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国内短缺的，如果中国往这些产业去投资的话，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第二，基础设施。 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最好，短期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长期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已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得到了认可。 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 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 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 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时间，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 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 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我国中高速增长潜力较大

中国证券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 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 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 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 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产业升级，不断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 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 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 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快速增长已经有几年，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 最新的可以用来做比较的数据是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 如果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20年8％到9％的经济增长，那么我国从2008年开始也存在着20年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